
再过１０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发展将整整
走完百年行程。可以期盼的是，中国的西方史学
史学者，将会在这１０年中，不负众望，努力耕耘，
锲而不舍，以出色的丰收果实迎来第二个１００年

的开启。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１０
作者张广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新时代如何编撰史学史

———多重视野下的外国史学史编撰

陈　恒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两个问题
是相伴而生的。简单说，历史就是我们人类过去
的经历。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过往经历天然有一
种探究的欲望。“历史学之产生，是因为人类想
认识自己，因为人类始终在关注生存的意义”，这
就是人类历史能够存在的共同的基础。而对于
人类过往经验的这种知识的探求就是历史学。

所以，一般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经
过历史学的研究而获得的历史知识。
就理想而言，人类一切的过往经历都可以成

为历史学探究的对象；而就现实来说，以往的人
类经历不可复现，我们所能研究的仅仅是遗存到
现在的那些经历；再进一步来说，在一切人类经
验遗存之中，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的那一部分遗存
才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对象。在引起研究者的
兴趣、成为研究对象之前，这些遗存严格说来还
不是“历史”，而是跟其他自然物一样，属于自然
界的一部分。历史知识的增长，一方面表现在我
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不断深入，去伪存真；另一
方面也表现在不断有新的对象引起我们的兴趣，
我们对过往经历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历史学也
就不断发展起来了。
外国史学史（本文所提及的外国史学史概念

大体上属于西方史学史）是研究域外史学发展规
律与特征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从历史学演进的角
度研究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历史思想、历史
哲学等内容，通过追溯各种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形
式的渊源、流派和成果及其在历史学发展中产生
的影响，对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成就做适当
评价。因此，通俗来说史学史就是有关历史学家
的故事、历史学家文本的故事。

史学学术史　这里所谓的史学学术史，一方

面指的是史学史，另一方面指的是史学史之史，
即史学史研究史。一是史学史自身的发展，一是
史学史的研究史。
历史本身成为科学，时间较晚，而史学史的

出现，则为时更晚。在欧洲，直到１９世纪中期才
开始重视史学史的研究。其先驱为德国史学家
兰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６），至２０
世纪初期才陆续出版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史学

史专著。传统的史学史在本质上是叙述式的，如
富特（Ｅｄｕａｒｄ　Ｆｕｅｔｅｒ，１８７６～１９２８）的《新历史编
撰史》（１９１１）、《近代历史编撰史》（１９１４），古奇
（Ｇ．Ｐ．Ｇｏｏｃｈ，１８７３～１９６８）的《１９世纪历史与历
史学家》（１９１３），勺特威尔（Ｊ．Ｔ．Ｓｈｏｔｗｅｌｌ，１８７４

～１９６５）的《史学史导论》（１９２２），巴恩斯（Ｈ．Ｅ．
Ｂａｒｎｅｓ，１８８９～１９６８）的《历史著作史》（１９３７），汤
普森（Ｊ．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８６９～１９４１）的《历史著
作史》（１９４３），巴特菲尔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的《论人类的过去》（１９５５），以及最近比较流行的
布雷萨赫（Ｅ．Ｂｒｅｉｓａｃｈ）的《历史编撰：古代、中世
纪和近代》（２００７）等。尽管这些著作也包含批评
性的注释，尤其是富特、巴恩斯两人的著作，但实
际上讨论的都是历史学家个人及其著作。这在
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满足当今史学研究的需要。

因此，需要另外一种史学史———史学思想
史，也就是以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
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编撰的史学史。这以努
力寻求１９世纪欧洲历史编撰中的“一种深层结
构内容”（《元史学》，第ＩＸ页）的海登·怀特为
代表。怀特的《元史学》于１９７３年出版以后，就
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
文章和评论，波及至今。怀特认为历史编撰是诗
化性质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否认历史学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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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根本不同的。在他
看来，史学自身的性质使得史学处于一种概念混
乱状态，因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史学不是科学
而是艺术创作，所以叙事对史学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元史学》一书就是用一套从其他学科借用
的繁琐概念来阐明怀特观点的诗化过程。对于
这种极端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也有走
中庸之道调和两派观点的。
史学史编撰的第三条道路当属凯利（Ｄｏｎａｌｄ

Ｒ．Ｋｅｌｌｅｙ，１９３１—　）的《多面的历史》。该书正
是上述两种观点相混合的产物。这既避免了平
铺直叙所带来的肤浅，也避免了形而上所带来的
玄奥。其中的益处可参见作者凯利教授为本书
所写的“中译本前言”和前辈何兆武教授为本书
所做的“序言”，这里不再赘述。新近由张广智教
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大体也属于这
一类型，诚如作者所言：“一部漫长的西方史学
史，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新与旧、保守与革新、传
统与现代，也在不断地交错杂陈，其总的发展趋
势是顺时代潮流者兴，逆时代潮流者衰，新陈代
谢，万古长青”（该书第１卷“总序”，复旦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页）。
作为知识形态的史学史　史学史既是史家

与文本的故事，实际上也是一部学术发展史，在
重要性方面可比肩与文明史、文化史、思想史，是
进一步深入研究域外历史与文化的必要基础条

件。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们（主要是
历代历史学家）对历史所做出的种种思考，从而
在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疏凿源流，辨证因果，探
求原委，以探寻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这对学
生的基本素养与历史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学习外国史学史，应在史学的流变中做出动态的
考察，换言之，即对史家思想、某一作品、某个流
派所做出的研究，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
纵横比较，上下连贯，惟其如此，方能顾及整体，
全面考察，透过现象，洞察本质。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呈现为一个系统的知识

体系。史学史的编写，需要关注的是不同时期历
史写作的异同。纵观中外史学，一方面，时间、变
化、真实、效用是与历史相关的基本概念，也是史
学史中相同之处；另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地
域、不同群体、不同史家的历史观会表现出多姿
多彩的形式和特征，这是史学史中相异之处。要
使“外国史学史”编写从整体上表现出一致性和

丰富性，就需要在每个章节的编写中合理地把握
不同章节的异同，即找出共同的问题和回答这些
问题的不同表达。例如：每一位历史学家如何看
待时间？如何处理过去？如何通过历史写作的

方式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怎样确认事实？

怎样期待其作品实现其价值？围绕这些问题，我
们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获得不同的解答，也
可以将整部教材融会到共同的主旨之下。
既然史学史是一部学术史，我们就要考虑其

内涵，即史学史研究的对象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传统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史学家及其文本的故

事，既然历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活动，那么人的
活动则包罗万象，不但有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也有科学史家、宗教史家、考古史家、艺术史家、
文学史家等不同领域专家笔下的历史，这些历史记
述究竟应不应该包括在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内？是

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以笔者所观，也许外国的概念太大了，这样
的学术谱系太庞杂了，从苏美尔到希腊，从希腊
到罗马，从罗马到欧洲，从欧洲到西方，从西方到
世界，让人难以从宏观上进行梳理这个史学史的
框架，难以确定所包含的内容，难以确定有哪些
特征，等等。简单来说是内部差异性与语言太多
造成这一现象，因此，很难编出一本像“中国学术
史”这样的书。因语言而造成的这种分野随着时
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比如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
就是地中海文明，也就是说赫梯文明、犹太文明、
埃及文明等所谓的东方文明在古典时代与希腊

文明、罗马文明史是大体上一体的，但在发展过
程中逐渐出现了差异性，其分水岭应在公元前５
世纪，自此以后人们逐渐就把那些东方文明排斥
到西方文明之外了。
不过，我们特别强调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通常认为史学史研究应包括史家、历史编纂学、
史料学、史学思想等，无疑史学思想处于核心地
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史学史的研究也就是
“学术史”、“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柯林武德曾
说，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须首先掌握这一个
问题本身的历史。卡尔·贝克也曾说，历史最有
趣的一面既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规律的研
究，而是史学史的研究。可见，史学史是历史研
究的基石，专门史学史更是每一个历史专题研究
的指导门径。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史学史　当今历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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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已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探讨，史学史研究
同样如此，因而需要一种更富批判性和更具分析
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往昔的历史思想，以期真正
达到“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之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史学史已不仅仅是历史学
家了，而是关心人类命运的全部知识分子了。此
外，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面临着全球化的
问题，全球化在本质上寻求的是共性，因而也就
忽略了个性，这种个性表现在史学上就是民族
性，也就是说全球化迫使历史学家注重普遍史的
研究。就史学史而言，已经出版了两本这方面的
著作，一本是伊格尔斯（Ｇｅｏｒｇ　Ｇ　Ｉｇｇｅｒｓ）、王晴
佳、穆赫吉（Ｓｕｐｒｉｙａ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合著的Ａ　Ｇｌｏｂ－
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ｏｎｇ－
ｍａｎ　２００８（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出版中译本
《全球史学史》，杨豫译）；另一本是沃尔夫（Ｄａｎ－
ｉｅｌ　Ｗｏｏｌｆ）的《全球史学史》（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笔者正在翻译，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从时间上看，历史编撰的产生早于民族国家，但
自民族国家产生以后，历史编撰与国家认同就紧
密结合在一起了，史学为国家服务，国家资助史
学，两者互为依存，携手共进。如果全球化仅仅
涉及到经济领域，那么史学是有权利规避这一运
动的；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
甚至出现了否认民族国家存在的倾向，因此也出
现了否认民族史学存在的倾向。当然这只是个
别极端现象而已，但这种个别现象也折射出全球
化的一个侧面，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是话语全
球化的过程，自然也是史学思想的全球化过程，
因而也就需要重新定义共性与个性，重新叙述地
方史（民族史），重新叙述世界史（普遍史）。事实
情况却是，不管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好，东方的
历史学家也好，他们大多都是以自身的文化背景
进行历史解释，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国家
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是有普遍意义
的，事实上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徒增历史
思想的贫穷化。因而，解决这两者之间张力的最
佳途径是进行历史思想的比较研究。
进行比较研究，首先要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

性，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类
型，只从时间的可比性和内容的可比性来考察为
什么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富有

很大的价值。

在哲学意义上，古代世界几大文明起源在时
间上都是相同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
明、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在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分
高下，但是最近为什么人们独对中西比较情有独
钟呢？剑桥大学古代哲学和科学教授劳埃德

（Ｇ．Ｅ．Ｒ．Ｌｌｏｙｄ，１９３３—　）对中西古代文明有
着独到见识，近年来一直从事古代希腊（主要是
希腊化时代）和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成果斐然。
西方世界近年来所发表的这方面文章就更多了。
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Ｂｒｉｌ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也于２００３年开始出版《东西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在中国，可以说１９０２
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的中西史学比
较研究，后来者诸如胡适、何炳松、钱穆、柳诒徵、
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何兆武、朱本源、刘家和
等都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华人学者汪荣祖就出版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巨

著《史传通说》。近年来美国的伊格尔斯（Ｇｅｏｒｇ
Ｉｇｇｅｒｓ，１９２６—　）、王晴佳，德国的吕森（Ｊüｒｎ
Ｒüｓｅｎ，１９３８—　）诸氏也关注中西史学的比较
研究。不厌其烦地在这里列举这些事例，只是想
说明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也许是中西思想的共性大于西方思想与苏

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的共性造成了这
一局面，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文明的史学观念与
中西史学观念有很大的差异。苏美尔王表可以
追溯到公元前３０世纪末期，揭示了传说中的历
史，这种传说一直回溯到２５万年前“王从苍天而
降”的历史。埃及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３０世纪中期，始于著名的帕勒摩石碑，这其中则
包含了公元前４０世纪中期的王表。在这古老文
明面前完全是一群孩子的希腊人，不仅汲取了他
们的字母文字，而且借鉴了天文、几何、历史等方
面的知识。但希腊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增加
了批评意识。基于这点原因，有人则极端地把这
种王表式的历史称之为“史”前史。印度历史非
常悠久，但他们又“几乎没有历史可言”，他们的
年代记载是混乱的，有时上下相差几千年之久，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是由于
他们的宗教观念造成的，他们整天沉思冥想，把
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彼岸世界，现实在他们那里
是毫无价值可言的。这几种古老文明所缺少的
批评意识、现实关怀则是中西史学思想的相通之
处。此外，中西史学对知识界都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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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各种挑战时也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比
如２０世纪的中国史学能够不断地、灵活地适应
西方史学所带来的挑战，早在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就
扛起了“新史学”的大旗；而欧洲史学在本质上也
并不是完全是“西方”的，希腊史学在其幼年时期
就深受东方史学的影响，在中世纪也受到伊斯兰
史学的影响，从而表现出自身的适应性。毫无疑
问，研究中西史学接受外来影响的途径及其对自
身史学所带来的进步性影响是有助于史学发展

的。当然中西史学之间也存在一些显著的不同，
如宗教在史学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史学与官方意
识形态结合的程度不同等都是我们在比较研究

中西史学思想时要注意的。
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困难

的，更是一个迷人又让人困惑的领域。古往今来
的史家大多喜好以自身文化进行历史解释，不了
解也不愿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结
论当作是超人类的，从而窒息了历史经验的多元
化。可见，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无外
乎从哲学的与经验的两个层面展开。就前者而
言，是“能否把‘西方’和‘中国’加以‘同质化’和
对立化。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源远流
长、而且也是多重层面的文化传统。譬如在中
国，单以儒家的传统为例，就可明显地看出古典
的儒学与产生于宋代以后的理学之间的差别。
在西方史学传统里，我将着重其历史哲学的方
面，以求找出一个模式来与其他史学思想传统作

比较”（伊格尔斯、王晴佳：《中西史学思想之比
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刊《台湾
大学历史学报》第２１期（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３５
页）。这是一项崇高且难以企及的目标，但却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
不少学者以为史学史研究为空中楼阁，对实

际研究缺乏正面的功能与效用，它属于“第二
序”，终究无法取代“第一序”的实证研究。是的，
在１９世纪，标榜“如实直书”的兰克学派，强调原
始资料，注重考证等，从而被尊为“科学的历史
学”而风行世界（到中国则成为傅斯年先生所谓
的“史学即史料学”），成为１９世纪西方史学发展
的主流，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史
学史发展到今天，已不属于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的
研究，而是涉及到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
人类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协手共
进。在一定意义上，史学史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
研究。这是现实，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附记：本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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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西方史学史学科拓展的可能方向与任务

陈　新

　　史学史是历史学的学科史，我们也用历史编
纂史、历史著作史来称谓。西方史学史研究，通
常的路径是分类整理西方历史编纂，它包括对重
要的西方史家、史学流派条分缕析，探讨他们的
史学思想、历史写作范式，并据此建构西方历史
学科史的宏观框架。换句话说，史学史家的任
务，既要对史学这门学科有整体性了解，又要对
不同时段的史学发展有历史性把握，这样才能将
自己的研究对象，即各位史学家、流派及其代表
作定位在历史学的发展长河之中。说西方史学

史是一部区域性（西方）的学科通史，当不会有太
多疑问。在张广智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
史》出版之后，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在哪些方
面还可以拓展出新的领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我们不妨从一般的通史撰写可能遇
到的问题谈起。
其一，作为学科通史，西方史学史撰写主线

可以更为多样。围绕不同的主线设计，西方史学
史研究可以拓展的方向会大大增加。
从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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